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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6月24日表决通过关于修改反垄断法的决定，自2022年8月1日起施行。本次修改既对原法部分条文进行了修改和删除，做到了“吐故”，亦新增了诸多条文，做到了“纳新”；既从宏观角度强化了竞争政策基础地位，强调了公平竞争审查的法律地位，亦从微观角度强化了数字经济反垄断，增加“安全港”规则。总体而言，本次反垄断法修订具有以下变化： 
一、明确党的领导，保障党对反垄断工作的领导作用 
新《反垄断法》在第四条第一款规定了“反垄断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第四条第二款“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则为党领导下的反垄断工作指明了方向和原则。之所以在《反垄断法》中公开明确“党的领导”，其目的在于保障反垄断工作有序开展，推动竞争政策有效落实，为我国市场经济改革保驾护航。首先，在过去的反垄断执法中，一旦涉及电信、石化、建材、电力等行业的大型国企，就会遭遇阻力，在国有企业占据主导地位的行业中，引入市场竞争亦较为反复曲折。其次，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通过先试先行，开展区域竞争，在发挥各地自然优势和政策创新优势的同时，也逐渐形成了一系列隐形的地方保护属性的市场壁垒，从而妨碍到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因此，如何处理好市场化改革、竞争执法与巩固国有企业主导地位的关系，需要更高层面的统筹，而党的领导正能够为反垄断提供更高的站位和更强有力的政策执行力。 
二、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明确入法 
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也是市场机制高效运行的重要基础。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既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内在要求，也是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由粗放型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换的必然选择。新修《反垄断法》第四条第二款着重强调了对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的强化：一方面，通过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防止政府过度和不当干预市场，有利于保障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另一方面，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有利于调动各类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培育和催生经济发展新动能；有利于消除影响公平竞争、妨碍创新的各种制度束缚，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是规范政府行为，强化公平竞争基础性地位的重要制度保障。2016年，在《国务院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 国发〔2016〕34号中首次引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主要对各级政府部门是否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进行事前事后审查和自查自纠。新修《反垄断法》第五条规定了“国家建立健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使得该制度在《反垄断法》层面获得了上位法支撑，有助于国家从立法层面进行公平竞争审查整体部署，为后续进一步健全该制度做好铺垫。 
三、加强监管，积极应对数字经济反垄断 
新修《反垄断法》第9条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利用数据和算法、技术、资本优势以及平台规则等从事本法禁止的垄断行为。”本条内容规定在总则部分，突出了对平台经济、数字经济的强监管力度，对于其他具体制度及其适用均有指导价值，其意义和影响深远。 
数字经济和平台经济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网络为重要载体，属于技术型经济活动，也因此较易产生较高的市场壁垒，最终发展出巨头企业，产生垄断行为。发生在平台经济领域的垄断行为，如“二选一”、“大数据杀熟”、“自我优待”等均涉及较强的网络技术和算法。本次修法围绕数字经济领域的核心要素进行立法，在总则部分做出原则性规定，释放出清晰的数字监管信号。 
四、优化垄断行为相关规范配置，回应反垄断重大实践需求 
新修反垄断法分别对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经营者集中等方面做出了较为重大的修改，回应了近年来反垄断执法与司法的实践需求。 
在垄断协议方面，第十八条第二款“对前款第一项和第二项规定的协议，经营者能够证明其不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不予禁止。”增加了反竞争效果抗辩条款，细化了纵向垄断协议认定规则；第十八条第三款“经营者能够证明其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低于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规定的标准，并符合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规定的其他条件的，不予禁止。”则创设了适用于纵向垄断协议的“安全港”规则，有助于降低行政执法成本，提高执法效率，同时给经营者提供明确的预期，降低经营者的合规负担；第十九条“经营者不得组织其他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或者为其他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提供实质性帮助。”这一规定的核心目的是应对垄断协议的复杂性，解决参与垄断协议的组织者、帮助者等主体的行为定性和法律责任问题。 
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方面，第二十二条第二款“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不得利用数据和算法、技术以及平台规则等从事前款规定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与本法总则第九条相呼应，明确了数字经济时代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反垄断态度有助于破除数据垄断、算法歧视等方式产生的垄断行为。但本条依然存在许多值得探讨和深化之处，如是否每个案件均须界定相关市场？数据、流量、算法等要素在相关市场界定、市场支配地位评估等方面具有何作用？这些问题有待理论和实践深入探索。 
在经营者集中审查制度方面，新修《反垄断法》一共产生了三处修改，一是在原法第二十一条基础上新增两款，规定了经营者集中时应申报而未申报的处理方式，二是新增了经营者集中审查的中止情形和经营者集中分类分级审查制度指引。 
在行政垄断方面，本次修法通过新增条文，增加文字等方式扩充了负面行为清单，助力打破行政垄断。例如新增条文第四十条“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通过与经营者签订合作协议、备忘录等方式，妨碍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或者对其他经营者实行不平等待遇，排除、限制竞争。”旨在防止利用合作协议等方式实施垄断行为，行政机关不得在合作协议、备忘录中设定有利于合作企业的条款，妨碍其他经营者参与竞争。 
五、大修“法律责任”，强化反垄断法威慑效果 
新修《反垄断法》法律责任一章修改幅度较大，总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强化违法惩戒力度、大幅提升经营者违法的成本；第二，与时俱进地引入民事公益诉讼制度。 
在强化违法惩戒力度方面，主要体现为提升和细化了各个罚款幅度，如垄断协议部分将“尚未实施所达成的垄断协议的”由“五十万元以下罚款”提升为“三百万元以下罚款”。新增了上一季度没有销售额的情形下的罚款为“五百万元以下”。除传统的行政处罚之外，本次修法还增加了刑事责任、失信惩戒等违法行为纠正和监督方式。 
在民事公益诉讼方面，新修《反垄断法》第六十条第二款新增规定“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垄断行为的危害具有发散性、涉众性，侵害的是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受到损害的经营者或消费者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实施垄断行为的经营者承担民事责任。但是，囿于力量悬殊、信息偏在、举证困难等因素而经常败诉。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需要改进反垄断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和证据规则，适度降低弱势原告方的举证负担，同时还可以借助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加强原告方的诉讼力量。本次新增的反垄断公益诉讼制度将极大有助于反垄断方面的民事纠纷解决。 
本次反垄断法修订进行了极大幅度的修改，共产生35处变化，其中新增法律条文共12条，在原法条基础上进行增删的共22条。整体而言，本次修法顺应了高质量发展的需求，强化了反垄断监管能力，有助于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实现公平竞争良性发展，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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